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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 经验·教训

王安石变法理财得失谈

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 (1068~1085 年），在杰出的政治家、理财家王安石的主持和影响

下，进行了一 场规模较大、影响较深远的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 。尽管这场改革距今已 900 多

年，但总结其经验与教训，对于后世的理财与改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一、变法理财概况

北宋中期，由于外族入侵，内政不修，出现了百年贮积消耗殆尽，惟存空簿甚而入不敷出的

财政危机。为了摆脱“内则不能不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 ＂的衰危困境，如何解决“国

用不足“，自然成为议论朝政的中心问题。 嘉祜四年 (1059 年），王安石向宋仁宗写了一 封长达

万言的《言事书》，恳切提出了变法理财的主张；嘉祜六年 (1061 年），又在其《上时政疏》中，继

续强调变法理财的必要；熙宁元年 (1068 年），王安石再次奏上一本《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提出

从改变法制、整顿财政入手，以期富国强兵的对策，从而取得了宋神宗的信任和支持。熙宁二年

(1069 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相）；翌年又被任命为宰相。 千是，一场以富国强兵为

目标，以发展财政经济为核心的全面社会变革运动开始了。 就理财而言，王安石制定和推行的

新法有以下几条：

l．熙宁二年(1069 年）七月，推行均输法。 专设发运使，总管江南东西、浙江、荆湖南北、淮

南六路的赋入以及漕运和茶、盐、酒、矶诸项税收；政府专拨五百万贯现钱和三百万石粮米，作

为发运司的余本；各项物品无论余买和税敛上供，都可按“徙贵就贱，用近易远 ”的原则进行采

购或征收，歉收地区的民户不必缴纳实物，可折成货币，由发运使到丰收地区购实物。

2. 熙宁二年(1069 年）九月，创行青苗法。 原有常平仓的粮米，由各路转运使换成现钱，指

定专人负责，于每年正月、五月两次贷放给城乡居民，贷借额按户等高低分别确定，归还时则按

原额（交现钱或折粮米均可）付百分之二十的利息。 如借一贯钱，归
一

还时须缴纳一贯二百文。 一

年两次贷放，故利息率实际上是百分之四十。

3. 熙宁二年(1069 年）十 一月，颁布农田水利法。 规定由州县推举熟谙农耕技术和水利修

建工程者；查明荒田及待修浚的河道，绘制成图，提出修建具体办法上报；各项修建工程，由所

属地区居民出工出料，不足部分由官府低息贷给青苗钱，官府财力不足，则劝富户依官息贷予

贫民。 凡私人出钱兴建水利者，则按功利大小酬奖。

4. 熙宁三年 (1070 年）十月，推行免役法。 其主要内容是：将应役户依家产多少划分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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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等交纳役钱，不再服役，所以称做
“

免役钱
”

；对原有的免役户（包括官户、女户、单丁、寺户

等），按应役户半数出钱，这叫做
“

助役钱
＂。 免役钱、助役钱每年分夏秋两次交纳。 政府以此役

钱雇募无固定职业者充役。

5. 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实施市易法。 京都及各路先后设置
“

市易务“

，并备有市易本

钱。招纳行铺的牙人从事具体业务。市易务根据行铺抵当的产业多少，将收购的滞销货物分除

给各行铺， 由各行铺售卖，限期按除购货价偿还市易务及加应付利息，逾期另加罚金。

6. 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颁行方田均税法。由政府派出官员查田括田，每年九月 由县官

丈量田地，规定东西南北千步为一方，并按土地肥痔分等确定田税（良田税重，痔田税轻，不产

之田免税），以期检查漏赋，均衡税负。

上述变法理财对策的实施，经历了反反复复的斗争，大地主、大官僚和大商人为了维护他

们的特权和利益，竭力反对和阻止。 熙宁七年(1074年）和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两次罢

相。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高太后听政，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主持朝政，把新法一

一废除，王安石变法理财遂告结束。

二、值得借鉴的经验

王安石变法理财对于扭转北宋财政困竭的局面，改变积弱积贫的状况，促进社会经济的发

展，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从中可以 总结出以下几点经验：

经验之一：聚财的基础在于生财，从重视民力、发展生产着手，增加财政收入，解决财政困

难。

王安石认为
“

理财为方今先急
＇

勹最好的理财方法是
“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
＂

。这种把财

政问题立足于经济问题加以考察和处理的思想，始终贯穿于他的变法理财措施之中。

王安石进而认为
“

理财以农事为急
“

，为此，他提出
“

去 其疾苦，抑兼并，便趣衣
”

三事。 所谓
“

去疾苦“，是指减轻衣民的负担。 其措施主要有方田均税法和青苗法。方田均税法使原来因大

地主免、漏、隐、逃而为中下户所分摊的税，全被清查出来，农民只须按自已拥有的土地交纳田

税，负担 由此而大大减轻；同时，官府准许民户免税垦种荒痔之地，经营山林陂塘。 青苗法的实

施，对豪强高利贷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使衣民在青黄不接或荒年之际减少若干苦痛。 所谓
“

抑兼并 ＇＼有两方面的意思： 一是抑制豪强对土地的兼并；二是把那班人所具有的操纵物价、垄

断居奇等等的权利一并收夺，收归北宋王朝所掌握。其措施主要有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和市

易法。如上所述，青苗法的实施，限制了豪强对农民的高利贷盘剥，这样也就起到了王安石所说

的
＂

凶年可使熟户常保其土田，不为大姓兼并
＂的作用。 免役法的实施，仅使中小地主和富裕农

民缴纳为数不多的役钱。 这样，也就避免了他们为逃脱繁重不堪的差役，把田产隐寄于官绅人

家冒称他们的佃客；或尽量少养牛马，少耕种儿亩田地，甚至尽量少种一些桑麻，借以降低自己

的户等；或抛弃本乡本业而流亡异地，忍令自己的田园趋于荒芜的现象。换言之，通过免役法的

实施，使得中小地主和富裕衣民免再经常遭受到兼并之害，随时因被蚕食鲸吞而致破产流亡。

而均输法和市易法的实施，则把豪商富贾过去所操持的
“

轻重敛散之权＂，主要是对物资价格的

规定以及对物价起落的操纵之权，收归于政府手中。 所谓
“

便趣农
＇＼在王安石看来，是指

“

修其

水土之利
”

。 其措施是农田水利法。 这项法令鼓起了人们兴修农田水利的兴趣，出现了百年未

有的
“

四方争言水利
”的热潮。 在短短的七年内(1069~1076年），各地兴修的水利田达一万多

处，受益民田面积三十六万多顷，官田面积近二千顷。总之，通过
“

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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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收到了理财的成效，即发展了生产，扭转了积贫的局势。

经验之二：治国理财不仅要有顺时通变，泽加千民的法制，而且要有统 一、效能的法制机

构。

王安石崇尚法治，认为理财必须制法，“治天下之财者莫如法”。他把“知法度”、“制法”等作

为理财的重要手段，大体有两层意思：

第一，国家的法令要顺时通变，泽加千民。变法以前，北宋王朝虽然“法严令具，无所不有“ ,

但在建国初期制定的各种法令（即所谓 “祖宗之法”)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王安石在《言事书》中尖锐指出：现在距先王之世已远，”所遭之变“和“所遇之势“，皆已大不相

同，因而不能简单地遵循祖宗先王的成法。 不能以祖宗之法当作是非尺度，而应审时度势，“因

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合当时之变”。 他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对宋初以来施行的

有关财经、军事、教育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几乎全盘否定。 他竭力主张变更那些扰民有余、理财

无利的法令，制定出一整套复苏民生、充裕财政的法令。

第二，国家的法令要事权集中，发挥效能。王安石认为如果理财之法缺乏严肃性，法制法纪

就会流于空谈。为了维护这种严肃性，王安石执政伊始，即创设了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 “，作为

综理全国财政的权责机构。 当时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等均由制置三司

条例司修订颁布。 另外，为使法令执行得统一而有效能，王安石还努力使宰相分得财权。 因为

自宋初以来，财权虽然集中于中央，但财务职权却不统一 。 当时，“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

财“，其后果往往 “财已匮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巳困而三司取财不已＂。 王安石为相之后，即把财

政大权归属中书（即宰相）掌管，从而暂时解决了宋初以来中央财务行政机构不统一，国家各部

门财政支用各不相知的弊端。

经验之三：把全国的财政改革作为摧豪强、济贫弱，矫正社会财富分配的重要手段。

北宋建国伊始，便以豪强兼并所得的社会财富，作为王朝统治和御侮的物质基础。因此，北

宋政权在其制定的政策法令当中，就赋予豪强以种种特权，使其对土地可以肆行兼并，赋税、摇

役和这样那样的摊派、科敛，又在这样那样名义之下大部以至全部可以免除。 这种奉行已久的

传统政策是北宋政府“积贫“病象所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 因此，王安石竭力主张通过财政改

革，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拥有的一部分特权和利益收归政府所有，以期调整社会各阶层财

富的分配。

对大地主的打击主要是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和免役法。 农田水利法规定，在各地兴修

水渠堤防等排灌工程时，豪强之家也要和农户一样出工出料，并且不得再把沿流水利加以垄

断。 方田均税法的施行，查清了豪强隐产漏税的情况，迫使他们按照所占土地的实际数字均摊

田税。 免税法也迫使他们按户等或地亩数量交纳“ 免役钱 ”、“助役钱” 。

对大官僚和大商人打击最严重的是青苗法、均输法和市易法。 实施青苗法后，使得贫民百

性由“举息之于豪民“转为“举息之于官“，限制了豪强之家出放高利贷的部分权利，而且政府还

采取“抑配＂的办法，强制豪强之家借贷青苗钱，向政府缴纳利息。 均输法和市易法则使豪商富

贾们再不能凭借雄厚的商业资本，垄断市场货物与物价，使政府掌握“轻重敛散之权”。

王安石的这些财政改革措施都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摧豪强的作用，在不同程度上保护了

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的利益，起到了伸贫弱的效果，从而矫正了社会财富的分配。 王安石把财

政作为矫正社会贫富差距的手段，把社会财富的调节与国家财力的充裕结合起来加以处理的

做法，十分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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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之四：变法理财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意志和顶风而立、勇往直前的精神。

任何一项改革都是权力和利益的重新调整，王安石变法理财亦不例外。由于王安石的新法

措施或多或少地触动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既得利益，因此变法一 开始就遭到他们的拼

死反对。 可以说，之所以在反对派”不便 ”之声四起中，变法理财能坚持16年之久，是与王安石

具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意志和顶风而立、勇往直前的精神分不开的。倘使王安石没有“ 天变

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的坚强精神支柱，那么变法一 刻也不可能进行。 因为每当一

种新法触及到豪绅们的某种特殊权益时，作为他们这一阶层代言人的官绅士大夫，势必百般争

辩、坻毁、恐吓与破坏。青苗法是所有新法中遭攻击次数最多、程度最猛的，王安石针对韩琦、司

马光、欧阳修、富弼等所谓元老重臣的种种诬蔑，勃然加以反驳；免役法推出后，遭到正副枢密

使文彦博和冯京的强烈反对，王安石也据理力争，他还查清了由文彦博这个三朝元老牵线破坏

新役法的一 起阴谋事件（故意提高四、五等户的户等，使之不能免纳役钱，从而挑起百姓的不

满），并根据在开封府界试行新役法的成效，给反对派以有力的回击。至于其他新法的颁布和实

施，同样是在惊风骇浪的冲击下进行的。

三、应当吸取的教训

虽然王安石变法理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司马光等反对派上台执政后，就把所有新法全

部废止了，从而又回复到原来的局面。 对于这次以失败的结局而告终的改革，我们应吸取以下

几点教训：

教训之一：理财法令的制订要基于现实、留有余地。

封建社会的保守性，是一种长期形成的具有顽固基础并上下相承的习惯势力，朝廷内的官

僚阶层凭借这种习惯势力与社会上的大地主、大商人同呼吸共命运。在北宋王朝官绅合流兼并

私有土地及官商合流垄断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变法理财应相机行事，不能不分主次缓急＂，某些

可以不办缓办而不损及全局利益者应当有所权衡，作暂时的让步，以取其全功。可是，王安石在

制定理财政策过程中，却忽视了这一点。在王安石主持下所制订的新法不是在政治上收回豪强

们的一部分特权，就是在经济上触犯他们的利益，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以市易法为例，此法令比

较全面地限制了豪商富贾的垄断活动，特别因缴纳＂免行钱 ”可免除行户向官府供应，从而切断

了官吏及皇亲国戚向外勒索之路，不但引起官宦的攻击，也招致皇太后的反对，王安石也因此

罢相，市易法与其余诸新法都在一片攻击声中失去应有的作用。 这种网收四面、不留余地的做

法是法令本身的一大弊端，以致一步之差，全盘皆输，其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教训之二：理财措施的贯彻落实要稳而不乱、循序渐进。

变法理财虽然是切中时弊付之实施的，但在具体落实时却操之过急。 王安石于熙宁二年

(1069年）二月任参知政事后，七月就推行均输法，九月又施行青苗法，十一 月制定农田水利

法，十二月实施保甲法，熙宁三年(1070年）十月又实行免役法，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设立市

易法，五月颁布保马法，八月实行方田均税法。四年之中前法尚未真正落实和巩固，后法就接踵

而至。 此外，新法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如有些地方预支青苗钱是发放实物，而归

还时却要求交纳现钱，由于物价上的差异，农民可能受双重损失；有些州、县以多贷款为有功，

难免出现强迫贷款的情况。再如免役法使原来不负担役钱的四、五等自耕农半自耕农也交免役

钱，等于在两税之外增加了负担。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一方面与新法不

完备有关；另 一 方面主要还在于新法推行过快，难以发现弊端，及时加以纠正。这也是反对派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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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新法堂而皇之的理由。

教训之三：领导阶层对变法理财要同心同德、协调 一致。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统治阶层内部对此认识不一 ，以致在新法推行过程中，反

对派的元老重臣从各自的切身利益出发，在言论上强烈反对，在行动上竭力阻挠。 如制置三司

条例司的创设受到韩琦、文彦博等人的反对；均输法受到苏辙、范纯仁等人的反对；青苗法遭到

司马光、范镇、韩琦、苏辙、富弼、欧阳修等多人的反对；免役法受到文彦博、冯京、杨绘、吕公著、

刘挚等人的指责与批评。由于反对派的抵毁、挑拨，宋神宗对变法也时有动摇，加之他唯恐大权

旁落在宰辅大臣当中的某一人或某一派系手中，总是有意同时并用 一些反对派，使其彼此互相

牵制，既是如此，新法自然也就难以真正落实执行了。而一 旦政治形势逆转，反对派就气势汹汹

地卷土重来，使改革落得 一 个全然失败的结局。

教训之四：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者必须干练可靠、勤千职守。

王安石变法刚开始时，有很多人拥护并参与，但时过不久，就有不少人由赞成转为反对，由

拥护转为阻挠，甚至由参与转为破坏。 如吕惠卿一度成为王安石的主要助手，参与新法条例的

草拟颁行，是变法过程中出力最多的一人，早被人称为
“

护法善神
”

，但后来却凭借其地位与王

安石争权夺利，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后企图取而代之。 条例司内部有些成员如程颖、苏辙也因

反对新法而辞职求外任；魏继功、郑侠等人在王安石得势之时，无不尽言变法之利，但一旦风吹

草动，便反戈相击。

在各州、县也同样缺乏优秀的执法者，致使新法在某些地区面目全非。如有的地方官吏，因

农民贷款数目较小且零星分散，干脆谎报衣民不愿借贷而不发放青苗钱；不如征收免役钱的地

方官员，在评定户等时不恰当地升等升级，
“

下户入中，中户入上
“

，从而加重下户的负担。

其实，王安石是非常重视人才的。他曾强调
“

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
＇

＼他对于人才的陶冶、培

养与选拔也有独特的见解。 王安石乐于选拔资历浅、年纪轻，但却能
“

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

变
”，又有真才实学的官僚担任制定和推行新法的职责，而他们也大都能竭智尽虑，为创建 一系

列的新法而出谋献策。但在变法紧要关头，出现一些飘忽不定、败事有余的人物，也不能不说是
一大憾事。

（作者均系杭州大学金融与经贸学院副教授；邮编： 31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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